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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的寺院不僅是出家人修行的場所，由於藏書豐富、環境清幽，及其兼

具開放性，故吸引了貴族、寒士前往寓居，在中古時期就成了重要的學術與文

化中心。到了唐代更出現文人「習業山林」的風尚，成就不少士子考取科舉，

步入仕途，使出身貧寒者得以獲得「翻身」的機會。由此可推知，寺院的藏書

豐富多元，且涵蓋了佛教（內典）與非佛教（外典）的典籍，此一特點對世俗

社會深具影響力。 
 本文以敦煌寺院的藏書為中心，針對寺院書籍典藏的類型、藏書管理及寺

學中對於外典的運用進行梳理，嘗試呈現古代寺院書籍典藏的樣貌。 
 
 
關鍵字：寺院藏書、敦煌寺院、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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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中國歷代寺院都相當重視佛經的收藏，寺院內往往設有貯經之所。到了唐代，

「左鐘右藏」已經成為寺院建築的基本佈局，這種佈局形式亦見於敦煌壁畫中。

1然而，寺院中收藏的典籍除了佛經（內典）外，似乎也包括各類非佛教的文獻

（外典），使中古時期的寺院得以具有世俗學術和教育機構的第二功能，許多僧

侶原本出身卑微，因進入寺院出家，獲得受教育的機會，能充分研習內、外典，

進而成為新的知識精英——有教養的僧人。2 

再者，從嚴耕望先生〈唐人習業山林之風尚〉3 一文的考察可知，唐代的寺

院是士子寓居讀書的場所，豐富的藏書應為重要的吸引力。這些士子既有富貴士

族，更多的是出身貧寒的門生，他們到寺院讀書的目的往往是為了覓舉求官。由

此推想，寺院裡的藏書除了佛教典籍之外，必然也有諸多外典，如此才有可能滿

足他們進京科考的實際需求。 

另在曹仕邦先生《中國沙門外學研究——漢末至五代》一書中，對古代沙門

的外學素養進行了系列的考究，更可確認寺院裡的藏書包含大量的外典。曹氏首

先從《祐錄》中舉出中國沙門研習外學之首例，其中〈竺法護傳〉裡有云：「是

以博覽六經，涉獵百家之言。雖世務毀譽，未嘗介於視聽也。」引發曹氏思索沙

門學習外典是否符合佛制的問題，遂從律藏中考察佛陀是否允許此事，確認了沙

門研習外學有其印度根源。接著，對於中國沙門研習外典的途徑、學習的內容與

成就進行詳細的考究。上述的研究成果無疑揭示了古代寺院藏書豐富的事實。 

又，任繼愈先生的《中國藏書樓》、傅璇琮、謝灼華的《中國藏書通史》中，

對於古代寺院藏書做過系列考察，皆指出寺院藏書中，內、外典兼具的事實。而

如今雖然中原地區現存的古寺因歷經戰火，藏書幾乎不存，但所幸地處邊疆的敦

煌有大量的敦煌文獻4出土，包含敦煌藏經洞的發現，不僅提供關於敦煌地區寺

 
1 趙青山〈晚唐五代寺院經藏管理制度——以敦煌材料為考察中心〉，引自龔國強《隋代長安佛

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頁 175-176。趙文為蘭州大學交叉學科青年創新研究基金

資助項目「隋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區寫經活動」（項目批准號：LZUJC2007022）的階段性成果。 
2 許理和依據《梁高僧傳》的記載指出公元 4 世紀左右的寺院具有此一特點。許理和著，李四龍、

裴勇等譯《佛教征服中國——佛教在中國中古早期的傳播與適應．緒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

社，2017 第二版，頁 11。 
3 嚴耕望〈唐人習業山林寺院之風尚〉，文見《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

頁 232-271。 
4 依方廣錩先生的定義，所謂「敦煌文獻」應指所有原藏於敦煌地區的已被發現或尚待發現的古

文獻。它涵蓋藏經洞、莫高窟、其他洞窟乃至敦煌其他地方發現的所有古籍文獻。而所謂「藏經

洞文獻」則特指藏於敦煌莫高窟第 17 窟的那批文獻。不包括藏經洞被發現後，由王道士放入的

各種文獻資料。方廣錩〈敦煌藏經洞封閉年代之我見〉，文見《敦煌文藪（下）》。台北：新文

豐出版社，1999，頁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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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藏書的線索，也保存了許多中原地區早已散佚的佛教文獻及非佛教文獻。任氏

也指出，從現存的資料來看，古代敦煌僧俗二眾經常點勘、整理佛經，並向中原

地區的中央政府、地方政權或寺院請求配補，形成如《乞經狀》一類特殊的目錄

型態，並且還多次向唐、宋政權請求賜藏。5另外，敦煌的寺院也與中原的寺院一

樣，設立寺學，兼授僧俗生徒。由此可推知，古代敦煌的寺院與京城之間多有往

來、聯繫，寺院藏書和寺學的情形，或可謂是京城寺院之縮影。而在交通不便捷、

書籍取得不易、流通不普遍的時代裡，寺院豐富的藏書是「習業山林」之風尚形

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以下便以唐末五代以前的敦煌寺院為中心，透過前人對於敦煌寺院與敦煌文

獻的研究成果，將敦煌寺院的藏書種類、藏書管理和典籍的運用進行闡述。 

二、敦煌寺院藏書的確立 

 敦煌地區佛教寺院出現甚早，《魏書．釋老志》載：「涼州自張軌後，世信

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村塢相屬，多有塔寺。」自前涼張軌政

權佔據涼州（301）以後，敦煌世信佛教。由於地緣因素，僧俗皆習得西域舊有

風俗，其間村落相繼，多有塔寺。6自從北魏滅北涼之後，敦煌成為北魏統治瓜州

並控制西陲的重鎮，自此直到吐蕃統治時期（786-848）7，敦煌歷經了北魏、隋、

唐三個朝代，寺院由 13所增加到 17所，其中有 12所為僧寺，5所為尼寺，號

稱有「十七大寺」。僧寺有龍興寺、永安寺、大雲寺、靈圖寺、開元寺、乾元寺、

顯德寺、報恩寺、金光明寺、蓮台寺、淨土寺、三界寺；尼寺有大乘寺、普光寺、

靈修寺、安國寺、聖光寺。8 

在南北朝時期，已有許多僧人在敦煌譯經，9而該地之譯經常傳入關中，內地

經本也往往流向敦煌，但尚未有結集藏經之舉。隋文帝於仁壽年間（601-604）遣

 
5 任繼愈《中國藏書樓》。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頁 682。 
6 塚本善隆著，林保堯譯《魏書釋老志研究》。台北：覺風佛教藝術基金會，2008，頁 108、116。 
7 吐蕃統治敦煌的起始年代有二說，分別為 781 和 786 年。王有三〈記敦煌寫本的佛經〉所記為

前者，方廣錩、郝春文皆指為後者。見王有三《敦煌遺書論文集》。台北：明文書局，1985，頁

289；方廣錩《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頁 118；郝春文、陳大為《敦煌的佛教與社會》。蘭州：

甘肅教育出版社，2011，頁 13。 
8 參見李正宇「十七寺」、「十二寺」、「五尼寺」詞條。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上海：

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頁 626-627；石小英《八至十世紀敦煌尼僧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頁 77。 
9 公元 421 年，北涼滅西涼，439 年北魏又勝北涼。從此，北魏在敦煌派遣了地方官吏。當後涼、

西涼和北涼統治時，涼州地方的佛教已經相當興盛，涼州成了翻譯佛經的重要地區。西晉初年，

月支後裔的竺法護就是在敦煌譯經。釋道安於 374 年編成的《綜理眾經目錄》中，有〈涼土異經

錄〉59部 79卷，可見涼州的譯經事業很早就已興盛。王有三〈記敦煌寫本的佛經〉，收於氏著

《敦煌遺書論文集》，頁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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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到敦煌莫高窟監造舍利塔，亦住崇教寺（莫高窟）起塔。隋煬帝時，又派使節

經敦煌西去，求取佛經。而敦煌文獻中所保存的一些由都城和其他地區送去敦煌

「流通供養」的隋宗室成員的寫經，反映出敦煌地區的佛教在全國已佔有重要地

位。10隋唐時期，這裡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上，以及在東西交通孔

道上，亦是愈加重要。因此，駐在敦煌的官吏和敦煌地方上的士族地主也愈來愈

多，他們的錢財有一部份作為自己奢華浪費之用，也有一部分用在千佛洞上開窟

建寺、寫經贖罪。當佛教寺院經濟和文化鞏固之後，寺院的藏經圖書館也逐漸發

展起來。11844 年，中原地區發生「會昌法難」，唐武宗的毀佛事件使中原佛教

受到沈重的打擊，而敦煌時值吐蕃統治期間，因而免於法難的摧殘。12另一方面，

當時與內地的交通雖未完全斷絕，但也相當困難，使敦煌於此六十餘年成了相對

封閉的地域。此時敦煌的藏經加入了吐番的因素，例如法成譯出的藏文經典是內

地所沒有的。但總體而言，敦煌仍然保持了前一階段的狀態，沒有太大的變化。

13 

據敦煌學界的考察，敦煌文獻的重要性，至少可從三方面來看：文獻的語言、

文獻的年代、文獻的內容。首先，其包含了數種語言：所有文獻中，漢文的最多，

藏文約有 20%，其他語言包含于闐文、粟特文、回鶻文、梵文、希伯來文等約佔

1%。此反映了敦煌自古以來就是諸族雜居之地的歷史背景。其次，敦煌文獻的

年代，從其中 30%-40%有紀年的文獻來看，跨越了從 5世紀初的十六國到 11世

紀初的北宋初年，無紀年的文獻也多被認定為約屬於 4世紀後期到 11世紀前期。

而時代愈晚的文獻數量愈多，敦煌文獻有八、九成都是 9世紀以後的。 

而文獻種類中，則有 90%屬於佛教文獻，10%為非佛教文獻。14在寺院藏書

中佔主導地位的佛教圖書，通常被人們認為僅是經、律、論三類，其實，寺院所

藏的佛教圖書，其類型也是多種多樣的。大致可細分如下：大藏、大藏之外的單

 
10 石小英〈佛教在敦煌的傳播和發展概況〉，文見《八至十世紀敦煌尼僧研究》，頁 15-16。 
11 王有三〈記敦煌寫本的佛經〉，頁 289。 
12 郝春文、陳大為〈敦煌佛教概觀〉，文見《敦煌的佛教與社會》，頁 22。 
13 方廣錩《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頁 120。王有三〈記敦煌寫本的佛經〉指出：雖然地方上的

生產遭到破壞，但佛教寺院的經濟未受到衝擊，開窟建寺與抄寫佛經並未減少，且迅速地增加了

藏文的佛經寫本。由於地方經濟的破壞，紙墨的質量降低，故 781 年以後，佛經寫本較為粗糙，

字跡也不如從前端正美觀。848 年之後，敦煌地區雖和唐朝中央政府建立了聯繫，但與唐朝之間

的交通被回鶻的軍政力量阻隔而不能暢通。唐朝從 755 年安祿山叛亂以後，國家的經濟力量大大

衰退，對於敦煌不能有所接濟，使得這一時期之後（848-996），敦煌的經濟更差，反映於佛經上

的，就是寫本紙墨低劣，甚至不如吐番統治時期。見氏著《敦煌遺書論文集》，頁 289-290。 
14 任繼愈《中國藏書樓》，頁 41-42；池田溫著，張銘心、郝軼君譯《敦煌文書的世界》，頁 44。

另一說為 95%以上為佛經。見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諸寺藏經與管理〉，文見《敦煌歸義軍史專

題研究三編》。甘肅：甘肅文化出版社，2005，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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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譯經、大藏之外的中國僧人撰著、疑偽經、宣教通俗文書、一般寺院文書、其

他文字佛教典籍等等。15在佛教文獻方面，留下了古代僧侶、庶民所進行的宗教

活動的紀錄；非佛教文獻所保存的一些四部古籍、通俗說唱文學的遺文、外道文

獻、各類文書資料等，有些正好能補充中原部分史料之不足。16 

 透過敦煌遺書中的某些文書及經卷上的題記可知，在盛唐到五代時期（713—

960），至少下列寺院是有經藏的：17 

寺名 說明資料 

龍興寺 
P3852 龍興寺藏大藏經目 
S0476 龍興、開元寺藏經目 

開元寺 
P3313開元寺藏經目錄 
S0416 龍興、開元寺藏經目 

金光明寺 P3853、P3869 皆為金光明寺藏經目 
永康寺 P2727 永康、龍興、報恩三寺缺經目 

報恩寺 
P4000壬寅年 6月 10日勘校報恩寺藏舊經帙數 
P2727 永康、龍興、報恩三寺缺經目 

三界寺 
S3624 三界寺見一切入藏目錄 
P3010 三界寺歷年新寫藏書目錄 

靈圖寺 S3565 曹元忠佈施疏，稱「開龍興、靈圖二寺大藏經一變」 
淨土寺 敦煌遺書中，許多經卷上鈐有「淨土寺藏經」印 
乾元寺 P3188 乾元寺經目 

乾明寺 
P3072《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481殘卷，上鈐有「乾明寺藏經」

印 

這些寺院有的在莫高窟（如三界寺），有的在沙州城裡（如龍興寺）。從皆為僧

寺此情況看，敦煌地區佛教藏書是以僧寺為主的，尼寺經藏不見經傳，則尼寺藏

書顯然不如僧寺富有。18 不過，後來據李正宇的考證，目前所知，設有藏經室收

藏佛典的尼寺為安國寺。19 

 現在敦煌文獻的主要收藏機構包含倫敦大英圖書館（一萬數千件）、北京圖

書館（二萬二千件）、巴黎的國立圖書館（一萬多件）、列寧格勒科學院東方學

 
15 任繼愈《中國藏書樓》，頁 41-42。 
16 池田溫著，張銘心、郝軼君譯《敦煌文書的世界》。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4445。 
17 表格取自傅璇琮、謝灼華主編《中國藏書通史》。寧波：寧波出版社，2001 年 2月，頁 269。 
18 傅璇琮、謝灼華主編《中國藏書通史》，頁 268。 
19 李正宇〈敦煌地區古代祠廟寺觀簡志〉，收於《敦煌學輯刊》1998 年第 1、2 期，頁 79，轉引

自石小英〈敦煌尼僧的形成及其僧團組織〉《八至十世紀敦煌尼僧研究》，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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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一萬數千件）四處。20以下分別說明敦煌寺院中所藏的佛教文獻和非佛

教文獻。 

（一）佛教文獻 

 據方廣錩先生的考察，漢唐以來，敦煌是河西地區佛教活動的中心區域。在

中原遭遇會昌廢佛時，敦煌正值吐蕃統治，佛典未受損失。在敦煌文獻中佔 90%

的佛教文獻裡，有確切紀年且年代最早者為日本書道博物館藏的曹魏甘露元年

（256，一說前秦甘露元年，359）的《譬喻經》殘卷。年代最晚者，為俄國所藏

的北宋咸平 5年（1002）的《敦煌王曹宗壽與夫人施帙寫經記》。這些文獻大多

為寫本，反映了敦煌地區佛教的實際情況與中國佛教大藏經寫本階段的實際樣貌。

依照當時流傳的型態，敦煌的佛教文獻可分為八個類別：正藏、別藏、天台教典、

毘尼藏、禪藏、宣教通俗文書、敦煌寺院文書、疑偽經。而敦煌佛典既有卷軸本，

又有梵夾裝、折裝本與旋風裝本。在折裝本中，有些反映了早期蝶裝、線裝的型

態。對於研究中國書籍裝幀之演化，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21 

 由於每個寺院的講經和轉經活動，都需要一定數量的佛教典籍，而信徒也會

通過施捨捐助寫經以流通、供養。敦煌遺書中保存的各寺藏經目錄有助於我們了

解敦煌寺院的藏經情況。從這些經錄來看，各寺藏經多寡不一。規模較大的有龍

興寺、靈圖寺、報恩寺、三界寺、淨土寺和乾元寺等，這些寺院都明確記載收藏

有大藏經。22 

（二）非佛教文獻 

 敦煌寺院中，除佛典之外，還有各種非佛教文獻。如榮新江曾歸納英國圖書

館藏敦煌漢文非佛教文獻殘卷的種類，其中包含道教、摩尼教、景教文獻、四部

書、占卜、醫藥文獻、類書與童蒙讀物、書儀類、俗文學、私人文書等。23 

 據研究統計，敦煌道教遺書（亦稱敦煌道經）包括《老子》、《莊子》、《文

子》、《列子》諸子，道教經典、科戒、論著、類書及詩賦變文等，共計五百餘

件。這些道經的發現，彌補了文獻記載的缺乏，揭示了河西道教發展的狀況。24

 
20 池田溫著，張銘心、郝軼君譯《敦煌文書的世界》，頁 43。 
21 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敦煌佛典」詞條，頁 652-654。 
22 郝春文、陳大為〈敦煌的僧團及其寺院〉，文見《敦煌的佛教與社會》，頁 81。針對敦煌寺

院中佛典收藏的情況，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諸寺藏經與管理〉及趙青山〈晚唐五代寺院經藏管

理制度——以敦煌材料為中心〉二文中有進行詳細的探討。 
23 榮新江〈英國圖書館藏敦煌漢文非佛教文獻殘卷概述〉，文見《敦煌文藪（下）》，頁 125-
130。 
24 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敦煌道經」詞條，頁 757-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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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道教文獻以《老子》和《莊子》為代表的多種多樣的道典，以盛唐時期的

寫經為主，雖然多是殘卷，但是保存了古典《道藏》的樣式。 

儒家的經書類只佔敦煌文獻全體不到百分之一，十三經中存有九經：《周易》、

《尚書》、《詩經》、《禮記》、《春秋左氏傳》、《春秋穀梁傳》、《論語》、

《孝經》、《爾雅》，多為六朝及唐五代抄本，在經學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對於中國傳統經學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但為何十三經中，缺《周禮》、

《儀禮》、《公羊傳》、《孟子》四經，迄今未有一明確的結論。25 敦煌的史部

典籍也反映了隋唐五代史學的特點，又因其地處西陲，且為寺院收藏而呈現出特

殊性。現存的敦煌史籍有正史、編年史、雜史、詔令、儀注、刑法、雜傳、地理、

譜牒、目錄等十種。26 

 子部典籍有各式《道德經》注本、《列子》注本、《莊子》注本、《說苑．

反質篇》、《劉子新論》、《孔子家語》、《太公六韜》、《瑞應圖》、《白澤

精怪圖》等；集部典籍有《高宗天訓》、《治道集》、《九諫書》、《二十五等

人圖》、《華林遍略》、《兔園策府》、《勵忠節抄》、《籝金》、《略出籝金》、

《語對》、《古賢集》、《類林》、《事林》、《春秋後語》、《太公家教》、

《新集嚴父教一本》、《新集文詞九經抄》、《開蒙要訓》、《辯才家教》、《蒙

求》、《雜抄》、《文詞教林》、《百家姓》、《敦煌百家姓》、《千字文》、

《百行章》、《「上大夫」習字本》、《文選》等。27 

三、敦煌寺院的藏書管理 

 敦煌寺院的藏書管理，主要是對於佛典的管理。現存於敦煌遺書中的各種佛

典流通錄、交割錄很多，約有四十多號，如「乾元寺前經司交後經司28狀」（伯

3188）、「丙申年開《大般若》付經歷」（伯 2680背）、「諸僧欠經歷」（斯

 
25 許建平《敦煌經籍敘錄》。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1。許建平指出，陳鐵凡《三近堂讀經

劄記》對此曾有所推測（《敦煌學》第 1輯，頁 108-109），然難以服眾。許氏的觀點是：《周

禮》為先秦之官制，《儀禮》為繁瑣的古禮，兩者不切實際，且內容實為職官、古禮之清單，枯

燥乏味。唯《禮記》所載多生活禮制、儒門言行，文字通暢，易讀易懂。而《公羊》、《穀梁》

皆為小經，敦煌重視實用，遂選擇內容較膚淺的《榖梁傳》。至於《孟子》是到了宋代才由諸子

提升為經，方受重視，故在黑城出土的元代文獻中，才會有較多的《孟子》寫本出土。見氏著，

頁 199、279、448。 
26 李錦綉〈敦煌史部典籍研究綜述〉，文見《敦煌吐魯番文書與唐史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

版社，2006，頁 366。 
27 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四部書」類，頁 776-782。 
28 （1）歸義軍時期都僧統司的下屬機構。掌管各寺藏經，包括經典的保管、流通、點勘、流通、

寫造等，如有遺失、欠缺，負責補配，由僧官僧政一人，法律一人主持（S2142）。（2）歸義軍

時期沙州各寺掌管藏經的機構，由僧人一人負責，稱為「知經藏所由」，定期輪換（P3188）。

知經藏所由保管的經典如有遺失、損壞，需賠償。如 S2447即為龍興寺前知經藏所由伯明向其後

任光璨所立賠償經典的保證書。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經司」詞條，頁 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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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4）、「歸真借經函」（伯 4707）、「光璨催經狀29」（斯 3983）、「伯明光

璨交剖手帖30」（斯 2447）等。這些文書不少都是敦煌蕃佔時期的，說明了當時

在敦煌有一個佛典貯藏與流通中心。敦煌的龍興寺正是這麼一個中心。31 

 敦煌諸寺中，既有本寺的經典，又有公用的官經。官經存於龍興寺，供諸寺

共同使用，由經司所由負責管理，無論是由朝廷御賜，還是由當地官方政府自己

修造，它在當地具有一定的權威性。當時敦煌各寺廟都藏有多少不等的佛經。各

寺廟佛經如不敷使用或有缺失，可使用這部官經或據此配補。這也充分證實了官

藏對各地大藏的示範與領袖、規範作用。32 

龍興寺所供養的藏經，在吐蕃統治時期，多數是依照《大唐內典錄．入藏錄》

組織的，然也有許多是依照僧人的現實目的而有所改造與創新，重新編纂成《吐

蕃統治時期敦煌龍興寺藏經目錄》。又如方氏所指： 

（僧人）為了便於查閱與實際宗教活動的需要，他們參照《內典錄‧舉要

轉讀錄》，在不打亂《內典錄‧入藏錄》基本結構的前提下，把「大乘經

一譯」項目中的大乘戒律著作集中起來，單獨編祑。33 

龍興寺的藏經還包括一批《入藏錄》沒有著錄的，內容相當廣泛的典籍。34 

 在吐蕃佔領時期，敦煌地區主要佛教寺廟大約有十所，其中能設置上、下兩

藏的，大概只有龍興寺。從斯 2142 號勘點佛經錄的記載：「經司僧政惠晏、法

律會慈等，點檢《大般若經》兩部，欠數較多，未得成就」可知，負責管理藏經

的為「經司」，是敦煌諸寺管理藏經的常設機構，其管事人員有「僧政」、「法

律」等。經司的負責人稱為「所由」35，僧人若有轉經、抄經的需求，皆可向所

由辦理借經手續。所由還要催促借經人及時歸還經本，並經常點勘藏經，若發現

 
29 佛教書啟。S3983。敦煌僧人光璨撰。首尾齊全，十一行。此狀是吐番時期敦煌龍興寺管理藏

經僧人光璨催促秘藏律師送還在前任知經所由手中所借經典的信函，反映了當時的藏經管理制

度。九世紀上半葉寫本。方廣錩《敦煌佛教經錄集校》中收有錄文。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

「光璨催經狀」詞條，頁 754。 
30 交剖藏經手帖：佛教文獻，S2447。敦煌僧人光璨、伯明立。首尾齊全，共十九行。是吐番統

治時期敦煌龍興寺前後管理藏經的僧人伯明、光璨時，就伯明經手借出，未能收回，故沒有交出

之部分經典所立的手帖。手帖中規定伯明必須限期收回所借出的經典，否則負責賠償。此文獻對

研究當時的藏經管理制度有重要價值。書寫於唐大和六年（832，壬子）方廣錩《敦煌佛教經錄

集校》中收有錄文。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交剖藏經手帖」詞條，頁 754。 
31 方廣錩《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頁 141。 
32 見敦煌遺書伯 2727 號。方廣錩《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頁 133。 
33 方廣錩《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頁 150-151。 
34 方廣錩《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頁 209。 
35 「因事必經由其手，故稱。」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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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損壞缺失等情形，應及時配補。所由是輪流擔任，前後任所由交接時必須將佛

藏勘點清楚，辦理好交割手續。若有損失，概由前任所由負責賠補。前任所由經

手借出的佛經，亦由他負責催還。36 

四、敦煌寺學中外典的運用 

 唐五代時期，敦煌寺院辦學十分發達，淨土、龍興、蓮台、金光明、乾明、

永安、三界、靈圖、大雲、顯德等敦煌僧寺均有寺學。但文獻中未見有大乘、靈

修、普光、安國、聖光等尼寺辦學的記載。37敦煌的寺院與中原地區的寺院一樣，

設有教授經、律、論的「三學院」。「三學院」除了教佛教經典，也教世俗文章。

吐蕃佔據敦煌後，唐朝有部分的「破落官」入寺出家，將世俗的學問帶入寺院，

加強了寺學內世俗學問的教學，從而吸引了不少世俗子弟到寺院求學，使原來的

寺院三學成為兼收僧、俗弟子，兼授佛學（內典）和經、史典籍（外典）的新型

寺院學校。尤其，隨著政府的官方學校逐漸失去壟斷地位，寺學的發展更加引人

注目，往往承擔起基礎的儒家教育任務。這些寺學的老師經常選擇一些有關民族

英雄的事蹟或文章以及中原文化的代表作作為教材。從文獻記載可知，敦煌寺學

既在童蒙教育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更有不少高僧大德都是兼通傳統經典。38 那波

利貞先生根據敦煌寺學資源多抄寫《漁父歌》、《滄浪歌》、《開蒙要訓》、《秦

婦吟》等指出：「此所見學郎、學士郎冠以寺名者，必即寺塾之學生，而觀其姓

名，皆是俗家子弟，所書寫者，皆為外典，非佛典。可知此等寺塾所教所學者為

普通教育，非佛家教育。」39由上述可知，寺學中外典的教學確實佔有相當大的

比重，但整體而言，敦煌的寺學教育是儒、佛並重的。 

吐蕃佔領敦煌後，學術文化從官府轉向寺院，醫學也隨著文化的轉移進入寺

院。敦煌部分醫學文書蘊藏在佛教文獻中，約有一百餘卷，有些醫學卷子的正、

背面都寫有佛書，有些佛書本身就含有醫學內容，如 P2115《窮詐辯惑論》卷下

的背面有《平脈略例》一卷和張仲景的《五藏經》一卷，S4679《佛教類書》中

有醫品、醫名等，此外，還有 P3201《殘藥方》、S4329《香藥方》等，這些醫藥

文獻都是僧侶使用過的，有些可能是寺院生徒抄寫的教材。如此反映了僧侶對眾

生疾苦的重視。也由於民眾對於信仰的理解和訴求是建立在自己生活實用的基礎

上，因此，能有助於解決生活諸多的苦難，對他們而言是最為重要的事情。而僧

 
36 《資治通鑑》卷 242，胡三省註：「所由，綰長官物之吏也。事必經由其手，故謂之所由。」

轉引自方廣錩《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頁 137，註 1。 
37 郝春文、陳大為〈敦煌寺院的寺學〉，文見《敦煌的佛教與社會》，頁 165。 
38 郝春文、陳大為〈敦煌佛教概觀〉，文見《敦煌的佛教與社會》，頁 20-21、168。 
39 嚴耕望〈唐人習業山林寺院之風尚〉，頁 237-238；陳大為〈敦煌淨土寺研究〉，文見《唐後

五代宋初敦煌僧寺研究》，頁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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侶正是深刻認識到這一點，借助治病救人的醫學教育來增加民眾的信仰，擴大佛

教在世間的影響，成為弘法的重要途徑。40 

姜伯勤先生對於寺學的意義有過精闢的論述： 

寺學的意義在於，通過這種形式，使一部分庶民有可能受到私學的教育，

從而使寺學有助於打破貴族對學校和教育的壟斷。因此，敦煌文書中所見

到活躍的寺學，是早期貴族家學及學校制度向宋代書院制度轉變中的一個

重要的中間環節。41 

 如此可以肯定寺院是一個開放的公眾場合，入寺不問身份地位，人人皆可親

近；再者，寺院有著豐富的藏書，成為人們入寺學習的重要誘因，也促使知識的

流通更為廣闊。 

五、結語 

綜上所述，敦煌因地處偏遠，免於戰火頻仍，加之中原遭會昌法難期間，該

區正處於吐蕃政權的統治之下，因此寺院中的藏書未受損失，從大量出土的敦煌

文獻中，可見到許多中原地區早已散佚的佛教文獻及非佛教文獻。而敦煌自前涼

張軌政權佔據涼州（301）以後世信佛教，存世的文獻中，內典佔 90%，外典佔

10%。此外，這些寺院不只有講經和轉經活動，對於藏書的管理有專屬的職務與

規則，足見當時佛典的流通相當盛行。 

唐末五代時期，敦煌寺院辦學十分發達，且與中原地區的寺院一樣，設有教

授經、律、論的「三學院」，除了教佛教經典，也教世俗文章。吐蕃佔據敦煌後，

唐朝有部分的「破落官」入寺出家，將世俗的學問帶入寺院，加強了寺學內世俗

學問的教學。後來，隨著政府的官方學校逐漸失去壟斷地位，寺學的發展更加引

人注目，往往承擔起基礎的儒家教育任務。寺學之所以在民間能夠迅速發展，關

鍵在於其豐富的內、外學之藏書，許多僧侶亦兼通儒、佛經典；再者，寺院本來

具有教化的功能，入寺無門檻，是人人皆可進出的開放場所。這兩個條件對於社

會各階層的民眾而言，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特別是提供給出身貧寒者一條追求

知識的進路。因此，寺院對於推進庶民教育的發展有著不可忽視的地位。 

 
40 郝春文、陳大為〈敦煌佛教概觀〉，文見《敦煌的佛教與社會》，頁 20-21、170。 
41 姜伯勤《敦煌社會文書導論》，頁 94-95。轉引自郝春文、陳大為〈敦煌佛教概觀〉，文見《敦

煌的佛教與社會》，頁 171，註 1。嚴耕望也引《朱文公集．衡洲石鼓書院記》：「予惟前代庠

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往往則勝地立精舍，以為群居講習之所，而為政者乃或就而褒美之，

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說明書院制度是由士人讀書山林之風尚演變來的。見嚴

氏前揭文，頁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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